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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剖析二战后主要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模式以及政府政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为我国

“十四五”时期及中长期科技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经验总结。从已有文献出发，本文通过比较具有代表

性的三组国家科技发展的模式和转变，得出结论：（1）构建高效率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是推动创新链

深度融合，特别要实现军民高水平融合；（2）政府需要通过足够多的公共研发投入等方式，确保引领

科技创新总体方向；（3）政府需要根据环境变化及时调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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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以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

本和韩国等主要国家政府均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根

据自身经济社会基本情况，实施了多种类型的科技

创新发展政策，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科技创新发展模

式，并随着不同历史阶段进行了相应调整。有些模

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些则因种种原因运行效率

低，甚至造成了战略性损失。

政府在国家科技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实

施的科技发展政策将会塑形一国的科技发展模式。

本文通过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从政府制定的科技

战略目标和实施的具体措施等方面比较分析了二战

后主要创新国家的科技创新发展模式。本文着重分

析了三组发展情况相似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和英国、

德国与法国、日本和韩国。分析三组国家政府在不

同历史阶段采取的主要模式，并通过比较不同国家

经验，指出模式本身及模式转换的关键经验。对已

有模式的经验梳理，可以为未来科技战略和政策的

制定提供重要参考，能够有效地补充各国创新发展

政策沿革研究，对中国更好地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选择更优方向和手段具有政策意义。

1　政府在科技发展模式塑造中发挥不可替

　  代的作用

学术界十分关注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角色和

定位。熊彼特虽然提出了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

动力量，但是更强调新要素、新市场、新生产方式，

以及企业家精神的主要作用等，而没有过多地论述

政府的作用；尼尔森、卢卡斯等学者结合内生增长

思想提出的“新熊彼特增长理论”，将制度、人才、

知识积累等纳入到理论范畴 [1]，这些要素的配置与

政府息息相关，侧面反映出政府在创新发展中的作

用。进一步地，Freeman[2] 通过总结日本发展经验

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将政府作为创新体系中

一个不可缺少的主体。在三螺旋理论中，政府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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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键参与者，能够通过与大学和企业的有效互

动等方式实现对创新生态的构建，同时能够实施其

他主体没有的法规完善和平台搭建等独特功能 [3]。

郑烨等 [4] 通过文献计量和扎根思想分析近 10 年来

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角色研究文献，总结出政府在

创新活动中扮演了政策企业家、政策设计者、资金

支持者、网络搭建者、服务供给者、环境规制者 6 类

角色。可以发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政府在创

新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已经得到了有力的

证实。

政府在中长期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还扮演了模

式塑造者的独特角色。具体来说，它能够通过制

定法律法规、制定发展战略、组建新型研究机构

和进行定向投资等各类手段，引导所在区域创新

发展在一段时间内选择相对稳定的战略方向和具

体措施，并逐渐形塑为某种特征相对稳定的模式。

二战以来，美国、英国、德国（二战后聚焦联邦

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等主要创新型国家，由

于不同政府施政形成了不同的科技创新发展模式。

由此，本文基于已有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从战略

目标和主要政策措施两个方面梳理和总结 6 个国家

二战后科技创新发展的主要特征，分析了不同模式

下各国实践的经验教训，并对中国当前科技创新发

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2　美国、英国：基于外部环境变化，从关

　  注特定创新领域，到通过经济社会需求

　  牵引创新体系运转

冷战时期，美国和英国为了应对两极对抗的外

部环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科技创新的着力点

向国防研发倾斜。随着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危

机，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冷战结束等外部环境

的改变，两国较为迅速地调整已有的科技发展模式，

将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方向逐渐转向应对经济社会

的需求。

2.1　美国：从倾向国防的线性发展模式，到市场

　　 推动的多主体协同模式

从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政府为了

应对冷战对抗的巨大挑战，按照线性创新模式的理

念，大量投资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科技创新活动，

并向国防军事等领域倾斜。

美国政府在二战后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发展，同

时随着冷战的开启，美国也迫切希望能够通过科技

提升自身实力。万尼瓦尔·布什在 1945 年完成的

《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中提出，要“通过加强

基础研究推动美国进步”，这奠定了二战后早期美

国科技发展模式的思想基础。美国在二战后至 20 世

纪 70 年代提出这一发展思想，围绕科技创新实施

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第一是新建机构。根据布什报

告的思想，美国在 1950 年成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加强对科技创新基础研发领域的直接投资。

第二，加强直接投资，特别是围绕国防领域，美国

政府采用研发合同、合约等方式资助知名大学和大

型企业研发。二战后一直到 1977 年前后，联邦投

入占到美国总体研发投入的 50% 以上 [5]。而且其

中美国政府在国防研究和开发中投入了大量资金，

投资总额逐年增长，由 1961 年的 73 亿美元增至

1967 年的 77 亿美元，远远超过当时联邦德国、英

国、法国和日本的科技创新经费总量，同时国防研

发投入经费占据政府研发投入比例在 1961 年达到

了 70.7% 的高峰 [6]。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美苏关系暂时缓和，

两次石油危机等外部环境因素驱使美国政府开始转

变传统的科技发展模式，转向基于市场推动的多主

体协同创新模式。越战泥潭和石油危机等都对美国

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美国急切需要快速提振经

济，开始推动科技创新朝着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

向发展。具体措施包括：第一，采取市场化手段，

鼓励不同规模企业、大学等通过市场化模式参与科

技创新，并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 1980 年《大

学和小企业专利程序法》推动了大学与企业的创新

合作；1984 年《联合研究开发法》鼓励企业参与

到科技研发过程中，减少了对于联合工业研究的反

垄断障碍等。这些政策产生了良好效果，根据美

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00 年）数据，美国联邦研

发投入比重从 1970 年前后持续降低，在 1987 年前

后企业研发投入超过联邦投入。第二，逐步调低国

防研发投入。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克林顿政府时

期，美国已经将国防领域的联邦研发投入比例压缩

至 1980 年代中期的 1/2 至 1/3，90 年代的五年增长

率为 0 或者减少 [5]。第三，投资具有潜力的高新技

术产业，克林顿政府着力建设“信息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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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了覆盖全美的通信基础设施，支撑了信息技术

革命在美国的快速展开和发展。

进入新千年后，美国政府对科技创新的关注与

日俱增。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等都将提升整体

科技创新能力作为重点。其间，小布什政府为了应

对“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等加大了国防投入，

但是投入比例仍然没有高过冷战时期，没有从根本

上改变美国科技发展的方式。奥巴马在任 8 年间连

续发布了 3 份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报告，对美国科技

创新作了全面战略部署，加大创新投入，强化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实施金融财税

优惠和瞄准先进制造等关键领域。

2.2　英国：从国防需求驱动模式，到社会挑战应

　　 对模式

英国在冷战时期将自身视为美国重要的欧洲

盟友，同时也面临着冷战对抗的压力。和美国的情

况非常类似，英国政府虽然在冷战结束以前持续增

加科技投入，但很大一部分研发费用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都流入到国防部门。从总量上，英国科研经费

在二战后一段时间内在不断地增加，虽然与其他西

方国家相比增长幅度不算突出，但是其中国防投入

占比居高不下：1961—1971 年期间美国和英国的

政府研发费用占总量比例超过 50%，而其中英国

政府投入的研发费用中用于国防的比例在 1961 年

是 64.7%，1967 年是 46.7%，1971 年是 43.1%，远

远高于其他西欧国家，仅次于当时美国 [6]。1980 年

代撒切尔政府时期，英国研究与开发预算虽然有所

减少，但是军事研究与开发的比例却重新增长。

1983 年，英国的研究与开发经费中用于军事项目

的开支比例高达 50%，而法国只有 33%，联邦德

国只有 9%。直到 1990 年国防研发投入才低于民

用部门研发投入 [7]。

冷战结束后，英国再次调整科技发展的方向，

力图提升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第一是持续降

低国防领域研发投入。从 90 年代初略低于民用领

域投资到 1999 年两者差距拉大至约 12 亿英镑；

第二，强化总体科技管理。从 1993 年到 2002 年，

英国政府发表了《发掘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

技术》等 9 个白皮书，以及两个《10 年框架》等，

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同时

设立了国家科技顾问机构，并对已有科技管理组

织进行了重组；第三，持续使用财政手段资助企

业，利用减免税等方式激励企业创新活动 [7]。新

千年以来，英国政府更多地以社会重大挑战作为

发展目标驱动科技发展。英国政府在 2008 年以后

发布了《可持续增长战略》等重要战略规划，关

注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

业、新材料技术、空间和海洋技术。第一，优化

创新制度环境，在法律法规方面引入“一进一出”，

即在新颁布若干法规的同时废除相应数量的旧规

则；第二，加强研发投入，英国即便是在 2008 年

金融危机后也要确保英国民用领域有 1.9% 的研发

强度，同时针对中小企业和企业主降低税率；第

三，利用金融手段，英国政府先后启动了区域风

险资本基金、高技术基金、早期成长基金等，着

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8]。

2.3　两国经验比较：建立军民融合和产研融合是

　　 模式转换成功的关键

美英两国的科技创新发展在二战后都因为外

部挑战存在一段高度投入国防领域的时期，并在外

部环境缓和之后进行模式转换。相比之下，美国取

得了较好的经济增长，英国经济则几乎处于停滞状

态。英国 1950—1970 年年均经济增长率是 2.75%，

20 年时间里英国的科学研究和开发经费一直都呈

直线上升趋势，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 以上 [7]。英

国虽然与美国有着相似的发展模式，转换的方向也

大致类似，但是却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主要原因

包括：

第一，军民发展未能形成协同。英国长期存在

军民发展分离的问题。1989 年英国科学咨询委员

会认为，英国国防技术的开发与民用科学技术开发

的分离已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建议国防部的研究开

发及生产合同安排应有更加广阔的技术层面，而不

是仅限于装备和其他军事领域的发展 [7]。相比之下，

美国在冷战后持续不断地对企业（最初主要是大型

企业）、知名大学等进行资助，同时后者能够利用

掌握的技术、获取的专利等持续改进自身的后续研

发和生产。

第二，基础研发和产业应用的相对分离。英国

有着悠久的自然科学传统，但是长期以来形成了“重

探索、轻应用”的特征 [9]。英国大学中理工科学生

的数量也长期低于文科学生。这造成了英国在产业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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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方面实力的不足。同时，英国在战后还存在“霍

尔丹原则”，强调基础研究学者的自由探索性，而

非接受政府的战略引导 [10]，霍尔丹原则至今仍然

是英国科技体制设计和改革思路的重要依托 [11]。

这两个重要因素推动了英国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

分割现象，使得英国的创新链条存在着明显的断裂，

也是导致英国没有在转变发展模式之后快速进入科

技创新快车道的原因。

3　德国、法国：从重建已有创新基础，到

　  支撑创新体系运转

德国和法国在二战期间都遭受了较大的损失，

在二战后的首要任务都是恢复科技创新的各项基

础；同时两国政府在二战后的科技发展都大致从重

建科技创新基础的关键行动者转变为科技创新生态

维持者，所以两国科技创新模式存在相似性。

3.1　德国：从政府直接引领模式，到重点领域引

　　 领模式

德国（二战后聚焦联邦德国）政府在二战后

至 20 世纪 80 年代，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研发体系

恢复、科技创新效益提升等。黄群 [12] 研究发现，

二战后德国政府以恢复科技基础为主，主要措施

包括：第一，陆续恢复和重建国立研究机构，建

立统一管理部门。德国在 1956 年恢复了马克斯·普

朗克学会等研究组织，新建立了卡尔斯鲁厄核研

究中心等核能研究机构，快速恢复了国家研究机

构、大学、工业企业和私人研究机构等三级科研

结构；在 1962 年将联邦原子能部改组为联邦科学

研究部，负责确定科研方向及重点、制定科技政

策、管理科研经费。第二，维持高水平研发投入，

建立多元化资助方式。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德国

政府持续保持着高位的研发投入，研发支出占国

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与美国相差不大。美

国在 1985 年比例为 2.7%，而德国为 2.6%，其中

德国在基础领域的总投入比例甚至超过美国 [13]。

另外从 1969 到 1980 年，德国实施多个科技政策

大力资助民品生产应用技术方面的科研工作，并

开始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资助；同时，德国政府在

对科研给予资助时，由以往的支持部门研究计划

转向更多地支持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性的联合

研究计划。第三，引导军用技术民用化，德国政

府为了合理化国民经济结构和服务德国当时的出

口导向经济，主动引导军用技术服务于民用产业

开发。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德国政府持续完善科技

创新体系，引导科技界聚焦重点发展方向。第一，

加强投入协调性。1982 年起，德国政府开始增加

对基础研究的直接资助，并适当减少了对工业应用

科技的直接资助，并要求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调

发展。第二，建设基础设施。政府投资 35 亿马克

兴建了十大基础研究设施，制定了一项促进创建新

技术企业的规划，并在美国硅谷影响下积极支持大

学和工业企业合作，建立技术、工业和贸易三者相

结合的技术园区。第三，强化针对性资助。德国政

府增加了对中小企业创新和技术应用的资助，在总

资助额中的比例由 12% 增至 30%；增加了对企业

和科学机构联合研究的资助，1986 年政府资助的

联合研究项目由 1984 年的 179 个增加到 333 个。

第四，加强国际合作，德国政府在 80 年代加强了

国际间的科技合作。首先是加强同欧共体成员国之

间的科技合作，其次，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保持良

好的合作关系。

进入新世纪，除了继续完善和提升科技创新

体系运转能力，德国还颁布了多个高技术战略全

方位引导创新发展。2006 年，德国颁布《德国高

技术战略（2006—2009 年）》，重点在健康和安

全生活、通信和移动生活、技术跨界三方面投入

大量经费；2010 年颁布《德国高技术战略 2020》，

明确气候与能源、保健与营养、物流与交通、安全、

通信等 5 个优先发展的领域。2014 年德国政府推

出《新高技术战略——创新为德国》，2018 年德

国政府《高技术战略 2025》明确了德国未来 7 年

研究和创新政策的跨部门任务、标志性目标和重

点领域。

3.2　法国：从政府直接引领模式，转为创新生态

　　 营造模式

法国政府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深度介入科技

发展过程，通过多种措施恢复法国科技能力。20 世

纪 60 年代戴高乐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强调

在外交军事方面的独立自主。法国政府在这一阶段

加快推动科技发展，具体措施包括：第一，组建专

门性国立科研机构，如聚焦核技术的法国原子能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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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CEA）、聚焦农业技术的法国农业科学研究

院（INRA），并将科研机构划分为“科技型”和“工

贸型”，实行分类管理；第二，持续优化政府部门，

拆分和重组了科学研究高等理事会、研究与技术高

等理事会等决策咨询机构，重组了科学研究部等决

策管理部门；第三，完善成果转化机制，法国政府

牵头推动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之间形成完整机制，

推动技术成果推广和实现转化 [14]。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法国政府出现科技创新

发展政策选择上的失误。1982 年初，法国密特朗

政府调整了已有科学技术政策措施，在某些特殊

领域之外的大部分科学研究领域放弃政府主导，

改为自由探索式发展。但是这种科技创新发展的

方式没有促使法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反

而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包括：第一，科学研究无

法形成合力。研究人员纯粹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

研究，导致研究方向过于分散，研究存在追逐热

点等问题。第二，产学研脱节。过于自由的基础

研究，无法有效引领应用研究提升，由此支撑产

业发展的能力不断下降。特别是法国丧失了信息

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的最佳时机，造成了巨大的

战略性落后 [15]。

2000 年以后法国改变了以往的管理思路，恢

复对创新发展的全面引领，具体措施包括：第一，

强化战略引导。法国经济部在 2002 年 12 月宣布了

法国“企业科技创新计划”，全力推动企业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同时又在 2010 年实施了投资总额超

过 470 亿欧元的“未来投资计划”（PIA），聚焦

公共研究项目、私营部门和地方团体共同投资的长

期项目中的创新类型活动。第二，建立全新统筹机

构。法国政府在 2005 年 2 月成立了“国家科研署”

（ANR），其在 2007 年成为政府公共行政管理机

构，面向公共科研机构和企业，扩大所资助科学研

究项目的数量，通过竞争和同行评议予以资助 [14]。

第三，实施财税激励。法国为了完善促进创新的税

收政策体系，建立“有关竞争性和就业的税收抵免”

（CICE）和“政策和创新税收抵免”（CII）政策，

并改进了已有的科研税收抵免（CIR）政策；建立

公共投资银行（BPi），支持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的

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并着力构建创新的“公共生态

系统”[16]。

3.3　两国经验比较：持续保持政府在基础和应用

　　 领域的全面引领是模式转换成功的关键

二战后德国和法国政府均在推动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中发挥了引领性作用，同时两个国家也

都在二战后相对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科技实力的恢

复。通过两国的实践经验可以得出结论：一是在

国家重建时期，政府在重建研发机构、加大研发

投资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德法两

国能够短期内重新获得科技创新实力的重要基础；

二是政府需要对科技创新发展保持足够引领。考

虑到法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政策实践，两国历

史经验证明政府需要对科技创新发展方向保持足

够的引领度，即在科技保持足够的自由探索空间，

同时要遵循科技发展趋势、保持较为稳定研究方

向和资源投入等，而不能出现完全的“天马行空”

的状态。

4　日本、韩国：从产业发展导向的应用技

　  术引进吸收，到持续完善创新体系

日本和韩国的科技发展模式类似，政府都将科

技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两国在二战后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产业发展为最终目的，持续引

进和吸收应用技术。但是两国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

在进入新千年前后发展遭遇了瓶颈，两国政府都开

始从传统的产业规划和服务者，努力转向科技创新

规划和服务者。

4.1　日本：从企业研发牵引模式，到官产学研协

　　 同模式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日本从直接进口

技术逐渐转向技术引进、吸收和产业转化的应用端

研究。二战结束后，百废待兴的日本为了快速进行

国家重建，直接引进国外技术专利和设备，同时为

了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实力，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

具体措施包括：第一，颁布相关法律法规。1952 年

日本颁布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1953 年推出

《预扣赋税率制度》规定了对引进设备和技术的企

业予以减免税，1960 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

强调增加科技方面的投入。第二，强化技术引进和

吸收。日本在 50 年代共引进了 1 029 项技术，其

中包含了机械、电力、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等重

化工业技术，70 年代日本的技术引进费用超过 10 亿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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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并持续增加。第三，形成了企业研发主导体制。

1961 年前后日本各地出现了企业自办“中央研究

所”的热潮，与此同时，日本民间企业用于研究开

发的资金逐渐超过依靠政府预算支出的研究开发资

金，由此购置更好的研究设施，吸引更多的研究人

才，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民间企业的研究人员

数已经达到大学科技部门研究人员数的两倍 [17]。

第四，强化人才培养。1960 年以后，日本政府扩

大了高等院校理工科专业招生规模，尽可能培养科

技相关人才 [18]。

但是这一阶段内日本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存在

问题，未能形成政府、大学和企业协同研发的制度

性安排。首先，1960—1968 年的大学纷争事件，

导致了研究型大学不愿意主动和产业界进行合作，

造成日本产学双方的研发长期分散进行；其次，

1968 年日本政府没有通过《科学技术基本法案》，

导致政府部门、大学、企业的合作长期缺失制度性

安排 [19]。这些因素导致日本政府、大学和企业没

有形成有效的协同式创新，创新链条长期处于断裂

状态。

日本政府在 20 世纪 80 年代确立技术立国思

想，并逐渐形成了特有的科技发展模式。第一，企

业投资远大于政府和大学投入。尽管根据 2005 年

《日本科学技术白皮书》数据，日本的总研发支出

在整个 80 和 90 年代不低于美、德、法等主要国家，

但政府研发投入比重没有超过 30%，和以上列举

国家相比偏低 5~10 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占据了

60%~70% 的研发费用，同时这些费用的 70% 以上

都投入到了新产品开发性活动，基础和应用技术研

究占据不到 30%。第二，整体仍然以技术引进为主，

日本在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一直处于技术贸易额

出超的状态，同时技术贸易输入额度持续高于美、

英、德、法等国家，技术输出 / 输入额比值在 80 年

代相对最低。

90 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社会发

展进入了长期的萧条期。同时也因为长期以来技

术引进、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产生了科技创新发展

后劲不足的问题，与西方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

大 [20]。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日本政府开始推动科

技创新体系的完善工作，并在 1995 年颁布《科

学技术基本法》，具体措施包括：第一，进行机

构改革。在 2001 年建立具有最高决策职责的综

合科学技术会议，同时将日本科技厅和文部省合

并为文部科学省，强化主体管理职责，以及将横

跨各个省厅的科技政策由内阁府接管 [21]。第二，

加强科技规划，加大研发投入。日本每五年发布

一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对未来五年内科技发展

的目标、任务和部署等做出详细规划。第三，加

强产学研合作。日本主管部门明确了大学、研究

机构与民营企业之间开展产学合作的必要性，并

在 2002 年在京都举行了旨在推进产学官合作的

专题会议 [22]。

4.2　韩国：从政府全面主导发展模式，到企业需

　　 求驱动发展模式

根据韩国专家闵京基等 [23] 整理的资料，韩国

在 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将科技服务产业转变为科

技引领产业。在经过了 60 年代的国家重建之后，

韩国开始推动科技创新发展。首先是建立科技创

新相关机构，包括成立专门的“科学技术处”以

及综合产业研究所、韩国科学技术研究所等；其

次是制定了包括科学技术振兴五年计划等规划；

最后是推动大德研究开发区等创新区域的建设。

进入 70 年代后，韩国建立了国家最高科技管理机

构“综合科学技术审议会”，不断完善科技创新

相关法律法规，并且新增了“韩国科学财团”等

一批研究机构。

20 世纪 80 年代，为了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韩

国政府开始进行政策调整，包括：第一，科技体制

改革。1982 年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振兴扩大会议”

和各领域的“技术振兴审议会”，并将已有的 16 个

研究机构进行合并或废除。第二，加大对企业的支

持。政府负责进行通用技术和基础研究，并用收税、

金融等方法牵引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第三，强化产

学研联合。1986 年制定“产业技术研究组合培养

法”，在“科学技术团体总联合会”设立“产学合

同委员会”，支持产学研之间建立合作等。

韩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充分调动企业

力量进行关键技术和前沿技术研发。第一，修订

法律。1997 年将《科学技术振兴法》修正为《科

学技术革新特别法》，试图解决科技产出效率不

高的问题。第二，进行科技规划。1992 年 6 月提

出“先导技术事业领域”计划，针对 5~10 年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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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计划主动承担 30%~60% 的研究费，激发了企

业参与国家研发计划的积极性。第三，完善创新

设施。1996 年在全国各地设立“科技园区”，1997 年

在韩国科学技术院内设立“新技术创业支援中心”。

4.3　两国经验比较：政府要确保直接创新投入，

　　 特别是要聚焦基础研究领域

日本从二战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科技政策

是为了实现产业目标，使企业研发及技术应用研究

占据主导地位。韩国的状况类似，虽然很早就有了

科技主管部门和相关法律，但是一直以技术引进和

应用研究为主，推动科技发展的目的长期看来是为

了产业发展。同时，两国在基础研发的投入和应用

研究相比长期偏低，制约了两国科技原创能力的提

升。

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建设虽然在二战后取得了

重大成就，但是科技创新模式长期存在着比较明显

的问题，具体包括：第一，政府以产业政策牵引科

技发展，为了取得短期内的经济效益和产业结构转

型，将产品开发类研究放置在较高的位置，没有给

予基础研究足够的重视，导致了重应用研究而轻基

础研究，造成了技术原创能力不足。第二，政府研

发投入不足。政府投入长期处于较低比例，过度依

赖企业研发活动，这导致了政府对于整个创新体系

的引领能力不足，无法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中长期技

术研发提供支持，研发资源容易被配置到偏向应用

和产品开发的方面。第三，创新体系运转存在缺陷。

日本长期以来存在着大学与企业不直接进行合作的

现象，这造成了“产学研”之间不能形成协同效应；

韩国则存在大企业过度垄断现象，压制了包括初创

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

5　中国优化科技发展模式的思考

当前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发展，并将其摆在

发展全局的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为了

未来在“十四五”及中长期内实现科技创新更好更

快发展，应当注意吸取主要创新型国家发展经验，

规避已有国家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综合三组国家战

后科技创新发展模式的分析，推动我国科技创新发

展过程中，应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1）持续深入完善创新体系。

按照历史经验，创新体系的短板问题可能在某

一阶段被经济发展、已采用创新模式等掩盖，但是

终究会在经济下行、模式转换等情况下爆发。正处

于科技创新实力跃升关键阶段的中国应当高度重视

此类潜在风险。未来体系完善的重点应当包括：一

是创新链融合。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转化能

够形成协同，科技创新能够随着融通链条发挥巨大

的产业效益，避免研发部门与产业部门的脱节或者

低效链接。二是军民融合。国防领域创新和民用领

域创新能够协同，确保国家科研投入资源的高效利

用，调动军民双领域力量推动创新发展，避免军民

研发“两条线”和相互隔离。三是技术引进和自主

创新的良性互动。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国

内创新力量能够有效吸收国外创新资源。只有持续

补短板才能确保创新体系始终保持高效运作，避免

单纯依赖技术引进造成的对外依赖和自主创新能力

低下。

（2）持续提升政府全面引领能力。

政府在整个创新体系中不仅仅是管理者，更

应当起到战略引领的作用，对任何创新活动的引

领不足都会造成不良后果。未来完善的具体措施

包括：一是关注经济社会的重大需求，确保科技

创新的发展方向能够持续服务于当下所处的发展

阶段，防止过度自由的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完全

脱节的创新投资和研发行为；二是保持足够的政

府研发投入，弥补企业研发容易倾向于产品开发

等短期效益的不足，确保基础学科研究、战略性

技术研究等具有长期性、基础性效益的研究能够

持续进行，同时通过政府资金配置的方式对企业

研发的方向起到足够引导作用；三是充分利用各

类政策工具，通过科技战略、财税金融引导、科

学基金、研发指南等各种手段，保证政府引领能

够覆盖各类科技活动，对各类创新主体能够进行

足够的辅助。

（3）及时进行自我调整。

当技术发展趋势、国际秩序等科技创新发展外

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科技发展模式应当也随之进行

调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当今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深入发展”，这更需要科技发展模式顺应重大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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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形势，及时自我革新。未来完善的具体包括：

一是及时修订各类法律法规，在制度层面确保体系

内主体的行为规范化和合理化，保护个人和机构的

创新积极性，特别是要在研发和应用的各个环节排

除各类障碍，实现科技创新的加速进行；二是灵活

进行机构改革和调整，随着科技创新发展到不同阶

段，可能存在一些机构设置不再适应当前阶段的管

理需求，所以应当进行政府机构调整，通过对科技

研发部门、科技管理部门等进行统一性机构重组，

优化科技研发资源投入和配置，最终提升总体科技

创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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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ijing tak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enter as its 
development goal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en high-tech industries as it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create new drivers of indust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intelligent equipment, new energy vehicles 
and medical and health industry. It discovers that the technical breakthrough is the lifeblood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ecision and advanced industries, which is necessary to effectively mobilize the resources of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implement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carry out scientific research, so as to conquer the key core technologies and 
master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inally, from the multi-level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innovation path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of precision and advanced industries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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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model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major 
countries after World War II and the roles played by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provides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by comparing the models and transformation of S&T development in three 
representative groups of countries, it is concluded that: (1) The key to build an efficient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s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especially to achieve a high level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2)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ensure that it leads the overall direction of S&T innovation through 
adequate public R&D investment; (3)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adjust its model in a timely manner in response to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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